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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循环经济发展效率的空间差异研究

张明斗

摘　要：基于循环经济以资源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的核心内涵，本文采用数据包络模型，以中国大陆２９个

省市 （自治区）地级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对其城市循环经济发展效率进行动、静态测度，探寻城市循环经济

发展效率的空间差异性，结果表明：（１）２００３—２０１２年间，中国的城市循环经济发展效率在较大的波动中呈现

出整体下降趋势，且在２００８年达到低谷；处于生产前沿面的省市区的数量和空间分布均发生了变化。（２）四大

板块的城市循环经济发展效率趋势分析中，１０年间，东部地区基本保持平衡；中、西部地区和中国整体的运行

趋势一致，呈现出波浪式下降的态势；东北地区出现大幅度下降。（３）依据城市循环经济发展效率值的大小，

将其划分为高有效增长型、强有效增长型、弱有效增长型及低有效增长型四种类型，其中北上广属于典型的低

有效增长型。（４）２０１２年城市循环经济发展的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均处于非有效状态，并对非有效单元的投

入要素集约度进行全面测算，且依据非集约度大小划分为低非集约型、高非集约型、强非集约型及超非集约型

四大类型，同时进行空间聚类规划，在工业能源消耗量方面，广东属于典型的超非集约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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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城市循环经济作为一种新型的、绿色的、可持续的、先进的经济形态，是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为出发点，以提升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为核心，促使生产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具有能够有效处理 “三废”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城市经济增长方式，已经成为诸多城市发展追
求的新模式和运行的新机制。城市循环经济发展效率作为衡量城市循环经济发展效果的重要标准，
是指城市循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投入与产出的比较状态。探索城市循环经济的发展效率，并明确其
地理空间差异水平，在大尺度区域规划角度高质量、高效率推动城市循环经济的发展，对中国未来
城市循环经济的发展与经济预判意义重大。随着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居民在享受城市舒适生活带
来的种种便利的同时，也面临着诸如能源短缺、能耗过大、供水不足、工业污染严重等综合问题，
为此，国家提出 “两型社会”和 “两型城市”等具体的应对模式和发展战略，取得了一定的发展成
效。事实上，尽管多数城市开展了循环经济的运行模式，但发展效率明显偏低，空间差异性较大，
导致我国的城市循环经济始终处在低水平徘徊局面。因此，如何通过提升发展效率来推动实现城市
循环经济和城市经济的发展具有显著的现实意义。对于该问题，国内外学者的研究范畴重点集中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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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循环经济发展的评价体系［１］［２］［３］［４］、城市循环经济的制度建设［５］、城市循环经济的发展模
式［６］［７］、城市循环经济的发展水平测度［８］［９］及城市循环经济的发展政策等［１０］［１１］［１２］［１３］，并对如何发
展城市循环经济提供了路径选择；而在循环经济效率方面，现在研究主要是对产业集群［１４］［１５］、建
筑行业［１６］、钢铁行业［１７］［１８］［１９］及农业等［２０］［２１］展开分析探讨。关于城市循环经济的总体发展效率以
及其空间差异水平研究尚处空白。目前城市 “三废”来源中，工业部门排放量占据主导地位，据统
计，２０１３年工业部门所排放的固体废弃物、废气和废水分别占到城市排放总量的９２．５６％、

８８．８２％和３９．６１％；而且地级以上城市工业产值也占到城市经济总量的５０．４９％，这说明工业部门
在城市经济中的核心地位，其发展效率能够有效反映城市循环经济的发展状态。同时，工业污染作
为城市循环经济发展的关键性障碍［２２］［２３］受到高度关注，推进城市循环经济的发展必须首先从工业
部门着手，从技术层面上推进工业循环经济［２４］。因此，本文以城市工业部门为典例，来讨论城市
循环经济的发展效率及其空间差异性，具有较强代表性。

二、研究方法、指标体系构建与数据来源

（一）研究方法
一般意义上的效率评价体系构建，大多基于投入和产出两大系统来进行，所采用的评价模型主

要为ＤＥＡ－ＣＣＲ和ＤＥＡ－ＢＣＣ两种类型。本文对于城市循环经济发展效率评价体系的构建也遵循两
大系统模式进行。然而，初始的ＤＥＡ－ＣＣＲ模型只是对固定规模收益下的线性规划问题进行分析，
无法分析规模收益可变的情况，故此，本文基于前人研究基础［２５］［２６］［２７］［２８］［２９］，采用可变规模收益的
ＤＥＡ－ＢＣＣ模型，将城市循环经济发展效率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两个维度。ＤＥＡ－ＢＣＣ模
型的生产可能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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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Ａ－ＣＣＲ模型中规模收益不变的硬性条件去掉后，此模型便可以严格集中在单个决策单元水
平的生产有效性上，也即一个决策单元实现有效性，即效率值为１，则必须位于决策单元的生产前
沿面上，这样就形成了规模收益可变条件下的ＤＥＡ－ＢＣＣ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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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ｓ－、ｓ＋为模型中第ｊ个决策单元的投入和产出的松弛变量，θ为评价的决策单元效率
值，如果θ＝１，此时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均为１，也即实现了ＤＥＡ有效；如果θ＜１且纯技术效
率或规模效率中的某个值为１，则是实现了弱ＤＥＡ有效；如果两者均小于１，说明是非ＤＥＡ有效。
而对于非ＤＥＡ有效单元，为寻找出投入要素存在的冗余变量，则需要测度其目标值，并测度

出实际投入值和目标值之间的差额，建立 “投影”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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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ｓ－０ 、ｓ
＋
０ 为模型中第ｊ０ 个决策单元的投入和产出松弛变量， Ｘ

∧
，Ｙ（ ）

∧
为评价单元ＤＭＵｊ０

对应的 （Ｘ０，Ｙ０）在ＤＥＡ的相对有效面上的 “投影”。
（二）指标体系构建
对于循环经济发展效率的评价，多数学者采用投入产出法或层次分析法来进行。本文基于城市

循环经济发展效率的内在含义，对其进行评价也主要依据投入产出分析法，根据城市循环经济发展
的投入系统和产出系统两大层面来构建评价指标体系 （如表１所示）。将２９个省市 （自治区）作为
研究对象，对地级以上城市的循环经济发展效率做动、静态的综合测度，以明确城市循环经济发展
效率的空间差异性。由于本文选用工业部门作为典型代表，考虑到循环经济的内涵属性及基本要
求，故在指标体系的构建中，投入要素重点涉及包括城市循环经济的生产需要及资源消耗在内的主
体类型。因此，本文选择的工业投入性的指标为工业总量投入、工业企业年均从业人数和工业能源
消耗量，基本上代表了城市循环经济发展的投入系统。工业产出性指标为工业废水排放达标量、工
业二氧化硫去除量和工业烟尘去除量，是对工业正向产出的一个修正，它们以降低总产出的负外部
效应使工业产出具有了循环性质，故采用这些指标可以从修正的意义上形成城市循环经济发展的产
出系统。

表１　城市循环经济发展效率评价指标体系

系统类型 具体指标 单位

城市循环经济发展效率评价指标体系 投入系统 工业总量投入 亿元

工业企业年均从业人数 万人

工业能源消耗量 万吨标煤

产出系统 工业废水排放达标量 万吨

工业二氧化硫去除量 吨

工业烟尘去除量 吨

（三）数据来源
本文以２００３—２０１２年为研究时段，选取２９个省市 （自治区）地级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以全

市为统计口径，构造城市循环经济发展效率的面板数据集。在关于以上城市循环经济发展效率的评
价指标体系中，由于２０１１和２０１２年的工业废水排放达标量、工业二氧化硫去除量和工业企业的年
均从业人数尚未披露，本文根据２００３—２０１０年的相应变化率外推求得外，其他数据均来源于

２００４—２０１３年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２９省市 （自治区）统计年鉴。

三、城市循环经济发展效率的动态测度

为明确城市循环经济发展效率的空间差异状态和时间演化趋势，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借助

ＤＥＡＰ２．１计量软件对２９个省市 （自治区）地级以上城市的循环经济发展效率进行动态测度，其结
果如表２所示。
总体来看，２００３—２０１２年间，中国的城市循环经济发展效率在较大的波动中呈现出整体下降

趋势，由２００３年的０．７１３下降到２０１２年的０．６４０，年均下降１．０１个百分点。特别是在２００７—２００８
年出现快速下降的局面，且在２００８年呈现低谷。这可能是由于２００７年处于经济增长高速期，但

２００８年却面临严重金融危机，这一时刻的某些消耗指标，特别是减排方面的部分指标基本没发生
什么变化，产出指标却有所下降，可能使得每单位产出的消耗指标或非循环因素出现大幅度上升趋
势，进而导致总体循环经济效率出现低谷 （如图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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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２００３—２０１２年中国各省市区城市循环发展经济效率

决策单元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均值

北 京 ０．１４１　 ０．１６２　 ０．２３６　 ０．０９５　 ０．２０４　 ０．１３４　 ０．１３３　 ０．１０８　 ０．１２６　 ０．１４３　 ０．１４８
天 津 ０．４７２　 ０．２０１　 ０．２７６　 ０．２６５　 ０．４２０　 ０．２１６　 ０．２４５　 ０．２０９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４３０
河 北 ０．７７０　 ０．６１５　 ０．８４１　 ０．７１２　 ０．６９８　 ０．５９４　 ０．６２３　 ０．５３２　 ０．６３６　 ０．５５７　 ０．６５８
山 西 １．０００　 ０．７４０　 １．０００　 ０．８７９　 １．０００　 ０．８９７　 ０．９３７　 ０．８０４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９２６
内蒙古 ０．９９７　 ０．８７９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８３７　 １．０００　 ０．９２０　 ０．９６３
辽 宁 ０．６３０　 ０．３９４　 ０．４６７　 ０．４２１　 ０．４１０　 ０．３９８　 ０．４２９　 ０．３５９　 ０．３７５　 ０．２８０　 ０．４１６
吉 林 ０．９２７　 ０．７１５　 ０．８７６　 ０．６３４　 ０．７４４　 ０．６５６　 ０．６３６　 ０．５０８　 ０．５６３　 ０．４１０　 ０．６６７
黑龙江 ０．８１０　 ０．５４２　 ０．５３１　 ０．８９６　 ０．９３１　 ０．５７４　 ０．５１７　 ０．３８４　 ０．３８８　 ０．３９７　 ０．５９７
上 海 ０．３５９　 ０．２６５　 ０．２４４　 ０．２１５　 ０．１７６　 ０．１６８　 ０．２０７　 ０．１５３　 ０．１４５　 ０．１３７　 ０．２０７
江 苏 ０．５６７　 ０．５７４　 ０．６０６　 ０．６５６　 ０．４９０　 ０．５１４　 ０．５９６　 ０．５６３　 ０．５２７　 ０．３９４　 ０．５４９
浙 江 ０．５４０　 ０．４８１　 ０．５０４　 ０．５６０　 ０．４０３　 ０．５００　 ０．６１３　 ０．６２９　 ０．６３９　 ０．５５４　 ０．５４２
安 徽 ０．６５６　 ０．５３１　 ０．６４７　 ０．６４６　 ０．７０５　 ０．６４５　 ０．７３３　 ０．７０７　 ０．７７６　 ０．６６３　 ０．６７１
福 建 ０．７５９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６１５　 ０．２５１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８２９　 ０．８４５
江 西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９４７　 ０．９１３　 ０．８１６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９６８
山 东 ０．４２３　 ０．４３７　 ０．５１９　 ０．４３８　 ０．４３８　 ０．４５７　 ０．４５７　 ０．５５０　 ０．４９２　 ０．４７３　 ０．４６８
河 南 ０．６５９　 ０．６１６　 ０．９１６　 ０．７１４　 ０．６５９　 ０．５０２　 ０．５８１　 ０．４３６　 ０．５４４　 ０．４７６　 ０．６１０
湖 北 ０．５７２　 ０．４８８　 ０．５１８　 ０．５７３　 ０．４８８　 ０．４４９　 ０．６４１　 ０．５５４　 ０．５２０　 ０．４５４　 ０．５２６
湖 南 ０．９３８　 ０．８８６　 １．０００　 ０．９７７　 ０．８４８　 ０．７０９　 ０．８２８　 ０．７８２　 ０．８２７　 ０．７０７　 ０．８５０
广 东 ０．２０２　 ０．１７６　 ０．１４３　 ０．１８８　 ０．１７４　 ０．２０６　 ０．２４０　 ０．２０４　 ０．２１４　 ０．２１２　 ０．１９６
广 西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重 庆 ０．９５６　 ０．６８２　 ０．７４０　 ０．８４３　 ０．６４０　 ０．６９０　 ０．７４１　 ０．５５１　 ０．６１２　 ０．５４７　 ０．７００
四 川 ０．６６３　 ０．６３７　 ０．６２０　 ０．７３４　 １．０００　 ０．６１８　 ０．６９６　 ０．５７１　 ０．５８７　 ０．４９３　 ０．６６２
贵 州 ０．９９７　 ０．６７４　 ０．９６５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９６４
云 南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４４４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８６９　 ０．９３１
陕 西 ０．６５７　 ０．７８９　 ０．７２３　 ０．８９８　 ０．８５４　 ０．６２８　 ０．９２０　 ０．９９７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８４７
甘 肃 １．０００　 ０．４２８　 ０．４４１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６４２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９８６　 ０．８５０
青 海 １．０００　 ０．６７８　 ０．８９７　 ０．７５１　 ０．９２５　 ０．８４３　 ０．６９９　 ０．４３３　 ０．４９９　 ０．６４７　 ０．７３７
宁 夏 ０．４５２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５６１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９０１
新 疆 ０．５３１　 ０．５３３　 ０．４６６　 ０．３７３　 ０．４８３　 ０．２３６　 ０．３５５　 ０．３７４　 ０．３８２　 ０．４２３　 ０．４１６
东 部 ０．４７０　 ０．４３５　 ０．４８５　 ０．４５９　 ０．４０２　 ０．３３８　 ０．４５７　 ０．４３９　 ０．５３１　 ０．４７８　 ０．４４９
中 部 ０．８０４　 ０．７１０　 ０．８４７　 ０．７８９　 ０．７６９　 ０．６７０　 ０．７８７　 ０．７１４　 ０．７７８　 ０．７１７　 ０．７５８
西 部 ０．８４１　 ０．７５５　 ０．７５４　 ０．８３３　 ０．９００　 ０．７８７　 ０．８５６　 ０．７９７　 ０．８２５　 ０．８０８　 ０．８１６
东 北 ０．７８９　 ０．５５０　 ０．６２５　 ０．６５０　 ０．６９５　 ０．５４３　 ０．５２７　 ０．４１７　 ０．４４２　 ０．３６２　 ０．５６０
均 值 ０．７１３　 ０．６２５　 ０．６７７　 ０．６８９　 ０．６９７　 ０．５９８　 ０．６８４　 ０．６２９　 ０．６８５　 ０．６４０ －

图１　２００３—２０１２年城市循环经济发展效率变化图

下面分别对城市循环经济发展效率的前沿

面①、四大板块变化趋势和成长模式进行系统性分
析。

（一）城市循环经济发展效率的前沿面变化趋势
就城市循环经济发展效率的前沿面变化趋势

来看，处于生产前沿面的省市 （自治区）的数量
和空间分布均发生了变化。２００３年，处于生产前
沿面的省区数量为５个，分别为山西、江西、广
西、甘肃和青海，除山西和江西属于中部地区
外，其他省区均属于西部地区；到２０１２年，处于

—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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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前沿面是指满足最优化条件的生产性曲线，这里指的是城市循环经济发展效率值为１。



生产前沿面的省市区数量为７个，分别为天津、山西、江西、广西、贵州、陕西和宁夏，其中东部
地区１个，中部地区２个，西部地区４个。整体来看，虽然新增了东部地区的天津处于生产前沿
面，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城市循环经济发展效率的前沿面西部多于中部多于东部的空间分布格
局。绝大多数的生产前沿面省区均属于西部地区，与西部地区本身的经济基础和发展环境密切相
关。西部地区的工业基础薄弱，部分地区以农牧业和旅游业为主导，尽管拥有丰裕的能源矿产资
源，但开发力度不足，能耗偏低；也有以重庆、成都、兰州等为代表的部分城市已成为全国新兴技
术中心和高精尖产品生产基地，不再是传统的高投入低产出高污染的发展模式，城市循环经济发展
效率自然也会得以提升。天津市２０１２年能够成为生产前沿面省区，与天津滨海新区的建立紧密相
关，滨海新区将逐渐形成电子信息、汽车、医药化工、食品饮料等四大循环经济产业体系，对于天
津循环经济发展效率的提升起到重大推动作用。

（二）四大板块的城市循环经济发展效率趋势分析

２００３—２０１２年间，东部地区的城市循环经济发展效率基本保持平衡，由２００３年的０．４７０到

２０１２年的０．４７８；且１０年均值为０．４９９，在四大板块①中位居最后，其原因可能在于东部地区部分
城市工业发展中仍然沿袭先污染后治理模式，以粗放型的工业化方式来换取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提
升，尽管许多地区开始将循环经济理念引入到工业化进程中，但成效不显著，循环经济发展效率偏
低。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循环经济发展效率和中国整体的运行趋势一致，呈现出波浪式下降的态
势，１０年间分别下降０．０８７和０．０３３，然而效率均值却明显高于东部和东北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
表现更为明显，城市循环经济发展的效率值达到０．８１６，除了与中、西部地区工业基础和发展环境
密切相关外，还表明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过程中，中、西部地区将循环经济理念引入到产业发展
中，提升了循环经济发展效率。东北地区的城市循环经济发展效率则出现大幅度下降，由２００３年
的０．７８９下降到２０１２年的０．３６２，年均下降５．４１个百分点，部分原因是东北老工业基地企业设备
和技术老化，竞争力下降，资源型城市主导产业衰退导致循环理念无法引入到工业化发展战略中
去，城市循环经济发展效率不高。

（三）城市循环经济发展效率的成长模式分析
前文表２给出了２９个省市 （自治区）的城市循环经济发展效率值，为进一步明确城市循环经济

发展效率的运行状态及其成长模式，本文依据２００３—２０１２年城市循环经济发展效率的平均值，将其
划分为高有效增长型、强有效增长型、弱有效增长型及低有效增长型四种类型 （如表３所示）。

表３　城市循环经济发展效率成长模式

增长类型
高有效增长型
（Ｅ≥０．８００）

强有效增长型
（０．６００≤Ｅ＜０．８００）

弱有效增长型
（０．４００≤Ｅ＜０．６００）

低有效增长型
（Ｅ＜０．４０００）

决策单元

山西、内蒙古、福建、江西、
湖南、广 西、贵 州、云 南、
陕西、甘肃、宁夏

河北、吉林、安徽、河南、
重庆、四川、青海

天 津、辽 宁、黑 龙 江、
江苏、浙 江、山 东、湖
北、新疆

北 京、 上 海、
广东

由图２可以看出，对于城市循环经济发展效率的高有效增长型，其城市循环经济发展效率值在

０．８００以上 （包含０．８００），意味着这些区域的城市循环经济发展中投入水平能够在８０％以上的程
度上实现最优生产规模的数量和投入要素的最优规模生产效率，投入要素的冗余量偏低。对于强有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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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里的四大板块是指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其中，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

广东；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

青海、宁夏、新疆；东北地区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



效增长型的７个省区城市循环经济发展的效率值在０．６００到０．８００的左闭右开区间内，其中３个属
于西部地区、２个为中部地区，说明这些省区在城市循环经济发展中所投入的要素资源绝大部分能
转换成产出水平，投入和产出基本趋于合理化，但没有实现适度性。

图２　城市循环经济发展效率成长模式空间分布

对于城市循环经济发展效率的弱有效增长型和低有效增长型，其效率值在０．６００以下，说明这

些省市在循环经济发展中投入要素利用效率偏低，投入产出水平尚未实现匹配性；尤其是以北京、

上海和广东为代表的低有效增长型省市，属于典型的效率低下型城市循环经济成长模式。北上广之

所以处于此种类型，一方面与原有的城市循环经济发展的投入基数有关，原本基数就位居前列的北

上广，在此基础上进行新一轮的投入，可能会带来相对较低的产出水平，效率值自然也就偏低；另

一方面虽然北上广的工业发展水平和技术都领先于全国，但部分城市仍沿袭传统的粗放型生产模

式，导致城市循环经济发展效率较低。

四、城市循环经济发展效率的静态测度

为更加明确城市循环经济发展效率的内涵，本文选用２０１２年中国２９个省市 （自治区）地级以

上城市为研究样本对其城市循环经济发展效率进行静态测度①。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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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里的静态测度是相对于上文动态测度而言的，即对２０１２年的城市循环经济发展效率进行分解，目的是明确纯技术效
率、规模效率和规模报酬，进行更为详细的分析。



（一）城市循环经济发展效率分解及规模报酬
采用ＤＥＡ－ＢＣＣ模型，运用ＤＥＡＰ２．１计量软件对２０１２年我国城市循环经济发展效率进行分

解，并对其规模报酬做出分析 （如表４所示）。

表４　２０１２年城市循环经济发展效率分解及规模报酬

决策单元 综合效率 纯技术效率 规模效率 规模报酬 决策单元 综合效率 纯技术效率 规模效率 规模报酬

北 京 ０．１４３　 ０．１４３　 ０．９９６ ｉｒｓ 河 南 ０．４７６　 １．０００　 ０．４７６ ｄｒｓ
天 津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 湖 北 ０．４５４　 ０．６６２　 ０．６８６ ｄｒｓ
河 北 ０．５５７　 １．０００　 ０．５５７ ｄｒｓ 湖 南 ０．７０７　 ０．７６５　 ０．９２３ ｄｒｓ
山 西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 广 东 ０．２１２　 ０．７８２　 ０．２７１ ｄｒｓ
内蒙古 ０．９２０　 １．０００　 ０．９２０ ｄｒｓ 广 西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

辽 宁 ０．２８０　 ０．５０５　 ０．５５４ ｄｒｓ 重 庆 ０．５４７　 ０．５７６　 ０．９４９ ｄｒｓ
吉 林 ０．４１０　 ０．４１７　 ０．９８４ ｉｒｓ 四 川 ０．４９３　 ０．６４４　 ０．７６５ ｄｒｓ
黑龙江 ０．３９７　 ０．４２６　 ０．９３３ ｄｒｓ 贵 州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

上 海 ０．１３７　 ０．２３８　 ０．５７５ ｄｒｓ 云 南 ０．８６９　 ０．８８０　 ０．９８７ ｉｒｓ
江 苏 ０．３９４　 １．０００　 ０．３９４ ｄｒｓ 陕 西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

浙 江 ０．５５４　 １．０００　 ０．５５４ ｄｒｓ 甘 肃 ０．９８６　 １．０００　 ０．９８６ ｄｒｓ
安 徽 ０．６６３　 ０．８８４　 ０．７５１ ｄｒｓ 青 海 ０．６４７　 １．０００　 ０．６４７ ｉｒｓ
福 建 ０．８２９　 ０．８４８　 ０．９７７ ｄｒｓ 宁 夏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

江 西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 新 疆 ０．４２３　 ０．４５９　 ０．９２２ ｉｒｓ
山 东 ０．４７３　 １．０００　 ０．４７３ ｄｒｓ 均 值 ０．６４０　 ０．８０１　 ０．８３０ —

　　注：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ｉｒｓ表示规模报酬递增，—表示规模报酬不变，ｄｒｓ表示规模报酬递减。

１．城市循环经济发展的纯技术效率。２０１２年中国城市循环经济的发展效率值为０．８０１，处于
非有效性状态，表明在城市循环经济发展进程中存在投入要素资源浪费现象。但有１５个省市区的
纯技术效率值达到１．０００，其中东部地区５个、中部地区３个、西部地区７个，表明这些省市区的
循环经济发展已经实现了纯技术效率的有效性，按照当年的投入产出水平，投入要素实现了最优生
产规模效率。研究还发现，以辽宁为代表的东北地区，城市循环经济发展的纯技术效率值并没有处
在生产前沿面，全部位于非有效性状态且效率值偏低，平均为０．４４９，明显低于０．８０１的平均水
平，意味着东北地区存在资源虚耗现象。

２．城市循环经济发展的规模效率。２０１２年中国城市循环经济发展效率均值为０．８３０，虽高于
纯技术效率值，但也是处于非有效性状态中，说明在城市循环经济发展中，投入要素的数量仍与最
优生产规模数量存在一定差距。在２９个省市区中，仅有７个省市区实现规模效率的有效性，其中
东部地区１个、中部地区２个、西部地区４个。与纯技术效率一致，东北地区城市循环经济发展的
规模效率也全部处于非有效性状态，以致出现综合效率相对偏低的结果。

３．城市循环经济发展效率的规模报酬。根据表４，整体而言，城市循环经济发展效率处于规模
报酬不变，即实现ＤＥＡ有效的省市区有７个，实现弱ＤＥＡ有效 （纯技术效率或者是规模效率为

１）的省市区有８个，剩余的１４个省市区全部处于非ＤＥＡ有效状态，其中处于规模报酬递增的有

５个，其余的１７个全部处于规模报酬递减状态。对于规模报酬不变的省市区，其城市循环经济发
展中，投入要素不仅实现了与最优生产规模量的完全匹配，而且充分发挥了最优生产规模效率。对
于以北京和吉林为代表的规模报酬递增的省市区而言，在未来城市循环经济发展中要强化投入要素
的力度和使用效率，以此达到最优生产规模；对于以河北和上海为代表的规模报酬递减的省市区应
当适度减少投入量，使之与最优生产规模量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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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城市循环经济发展的投入要素集约度测算及解析
由上可知，并非所有省市区的城市循环经济发展效率均处于ＤＥＡ有效和弱ＤＥＡ有效状态之中，

而对于１４个非ＤＥＡ有效省市区的投入要素集约度需要开展进一步测度。借助于决策单元在相对有效
面上的 “投影”，获取非ＤＥＡ有效省市区实际投入值与目标投入值的差额，通过 “投影”模型的最终
计算，能够得到１４个非ＤＥＡ有效省区的城市循环经济发展的投入要素非集约值和非集约度：

非集约度 （ＵＩ）＝非集约值／目标投入值＊１００％
＝｜实际投入值－目标投入值｜／目标投入值＊１００％

依据非集约度的大小对其进行空间聚类规划，结果如表５、图３所示：

表５　非集约类型划定标准

投入要素类型 低非集约型 高非集约型 强非集约型 超非集约型

非集约度ＵＩ （０＜ＵＩ≤２０％） （２０％＜ＵＩ≤４０％） （４０％＜ＵＩ≤６０％） （ＵＩ＞６０％）

图３　中国工业总量投入、年均从业人数与能源消耗量空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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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图３可以看出，城市循环经济发展效率非ＤＥＡ有效的省市区均在工业总量投入、工业企
业年均从业人数和工业能源消耗量等某一方面或多个方面存在着非集约性，这也为解释城市循环经
济发展效率的非有效性提供了理由。
在工业总量投入方面，福建和湖南两省属于超非集约型，而且两省份均处于规模报酬递减的状

态中，表明其存在投入要素过量现象。２０１２年福建和湖南的非集约度分别为７９．４％和７９．３％，已
有投入要素的数量值远超于目标值，因此，在未来发展中必须减少工业总投入量，提升投入要素的
利用效率，进一步实现城市循环经济的高效发展。对于处在低非集约型的北京而言，其非集约度为

２．９％，且处在规模报酬递增状态，需要略微增强工业总投入量，实现与目标值的同步性。在工业
企业年均从业人数方面，同样是福建和湖南处在超非集约型的类型中，这就要求这两省不但要为当
前工业企业的从业人员提供其他方面的就业机会，拓宽就业渠道，进一步降低工业企业从业人数，
而且要提升现有人员的工作效率。在该投入要素类型中，除要求云南需要增加就业人员外，其他省
市区均应当适度降低工业企业从业人员数，规避人员冗余带来的低效率。在工业能源消耗量方面，
广东的非集约度为７０．２％，属于典型的超非集约型，这与广东省的发展实际相吻合，作为制造业
大省，工业能源消耗量投入过多属于正常，但这也要求广东进一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提升城市循
环经济发展效率。上述实证结果显示，在城市循环经济发展中，其效率的提升并不是投入要素越多
越好，也不是越少越好，而是应当在实现与目标值适度匹配的前提下，达到利用的效率性。

五、研究结论和讨论

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２００３—２０１２年间，中国的城市循环经济发展效率在较大的波动中呈现出整体下降趋势，

且在２００８年达到低谷；处于生产前沿面省市 （自治区）的数量和空间分布均发生了变化。
第二，就四大板块的城市循环经济发展效率趋势，十年间，东部地区基本保持平衡；中、西部

地区的城市循环经济发展效率与中国整体的运行趋势一致，呈现出波浪式下降的态势；东北地区出
现大幅度下降。
第三，依据城市循环经济发展效率值的大小，将其划分为高有效增长型、强有效增长型、弱有

效增长型及低有效增长型四种类型，其中北京、上海、广州属于典型的低有效增长型。
第四，２０１２年城市循环经济发展的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均处于非有效状态，并对非ＤＥＡ有

效单元的投入要素集约度进行全面测算，依据非集约度大小划分为低非集约型、高非集约型、强非
集约型及超非集约型四大类型。在工业能源消耗量方面，广东属于典型的超非集约型。
通过对城市循环经济发展效率的测度，可以甄别其地理空间差异水平，为未来城市循环经济的

发展指明了方向。但是，本文仅是以工业部门为例来探讨城市循环经济的发展效率，且仅是就效率
本身的演变趋势和内在含义进行分析说明。具体到城市循环经济的发展实际中，发展效率会受到包
括发展基础、发展模式、技术类型、经济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其作用程度如何在本文中并没有
给出明确定位，且在城市循环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及不同的空间资源约束条件下，如何通过调整影
响因素来实现城市循环经济的高效率发展效果，是未来进一步讨论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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